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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出口增长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本文基于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 1995-2005 年 HS-6 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客观描

述了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性事实。我们发现，无论在多边层次还是

在双边层次，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

比重很小。中国出口明显偏向于集约的边际的增长结构，为我们理解中国出口贸

易极易遭受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冲击的影响、以及即便是在出口繁荣期却经历了

持续的贸易条件恶化提供了可信的解释。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应该尽快努力实

现由集约的边际转向扩展的边际。利用 Tobit 模型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发现，二元

边际并不具备完全相同的影响机制，即便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同的影响机制，也存

在着程度上的差异。这一结论不仅为上述解释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验支持，也将

为我们进行贸易结构改革提供丰富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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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出口增长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自 2008 年 11 月份以来，截

止 2009 年 6 月份，中国出口贸易已经连续 8 个月下降，月均下降高达 17.0%。而在此之前，

中国则出现了持续的出口繁荣。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 11.9%，而在

2001-2007 年间，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速则高达 25.8%。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出口繁荣

期，当发生外部冲击时，中国的出口增长都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

中国的出口增速下降到 1998 年的 0.5%，而在 2000-2001 年世界经济的温和衰退和 9.11 恐怖

袭击事件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速则下降到了 2001 年的 6.8%。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增长极易遭

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显然，仅仅以外部需求萎缩为由来解释是以现象解释现象的套套逻辑。

深入理解中国的出口波动，需要我们着重考察和把握中国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 

-20%

-10%

0%

10%

20%

30%

40%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整理，其中 2009 年数据为 2008 年 11 月到 2009 年 6 月间的平均数。 

图 1  中国的出口增长与波动（199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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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图 2  中国的净贸易条件变动（2000 年=100） 



另一方面，与中国出口增长波动相伴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即便在出口繁荣期，中国

的贸易条件也经历了持续的恶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如果以 2000 年为基期，那么中国

的净贸易条件已经由 1995 年的 102，下降到 2007 年的 79，跌幅高达 22.5%。这提醒我们，

中国从贸易当中所获取的贸易利得正在不断下降，甚至可能发生了“贫困化增长”

（Immiserizing Growth）现象。同样，深入理解中国的贸易利益变化，也需要我们探究中国

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 
但是，现有研究却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理解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上。例如，林毅夫

等（1994）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角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给予了经典

的诠释；Rodrik（2006）、Schott（2006）、Xu（2006）以及姚洋和章林峰（2007）等认为，

中国出口产品复杂性（sophistication）的提高和出口技术含量（technology content of export）
的提升对于理解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非常重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课题组（2006）、Dean 
et, al.（2007）以及卢锋（2006）等指出，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里国际贸易总量及其占 GDP
比率的大幅度上升与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或产品内分工过程密切相关；类似的，刘志彪

（2007）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 GVC（Global Value Chain, 全球价值链）是理

解当代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途径。朱希伟等（2005）则认为，中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

是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无法依托巨大的国内需求发挥规模经济而被迫出口的一种

扭曲现象。此外，钟昌标（2007）、刘志彪和张杰（2007）还利用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

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 
显然，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出口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从现有研究

来看，无论是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都没有对中国出口的总量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钱

学锋，2008）。这就使得它们并不能有效的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

影响以及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 
根据新近发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Model），一国的出口

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贸易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rade）和扩展的贸易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而实现的（Melitz, 2003; Bernard et al., 2003）1。集约的边际意味

着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扩展的边际

则表明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是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不同的贸

易边际蕴涵着不同的福利涵义。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的贸易边际，那将极易遭

受外部冲击从而导致增长大幅波动并进一步引发较高的收入不稳定，同时还可能因为出口数

量扩张而导致该国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但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

展的贸易边际，那么将会增加贸易品的范围而不只是贸易量，不仅有利于使出口国提升多元

化的生产结构，也使逆向贸易条件效应不太可能发生（Hummels and Klenow, 2005；Hausmann 
and Klinger, 2006）。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 HS-6 位数级贸易数据，客观

描述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Dual Margin）结构并分析其因素决定，以期为中国的出口

增长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提供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从而为我们应对诸如金融危机之

类的外部冲击、改善贸易利得提供政策参考。 
文章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有关二元边际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将提供中国

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特征性事实，第四部分在一个简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的基础

上，推导出计量模型展开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1 实际上，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为我们理解国际贸易流量的三个基础性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双边贸易

矩阵中的零贸易（zero trade matrix）普遍存在、国家出口产品种类（variety）的大幅波动（扩展的边际）以

及出口产品组合（product mix）（产品的出口连续性）的实质调整（集约的边际）。 



二、文献综述 

在讨论国际贸易的起源和内涵时，经济学家们强调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以及消费

者偏好，但却较少注意实际推动贸易发展的企业（Bernard et al., 2007）。然而，近来已有大

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性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是至关重要的（Bernard and Jensen, 
1995, 1999; Roberts and Tybout, 1997; Clerides et al., 1998; Alvarez and Lopez, 2004; Van 
Biesebroeck , 2006; 等）。Melitz（2003）等人开创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通过刻画具有不同

生产率水平的企业的出口扩张、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动态，成功的将一国出口的总量增长

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和扩展的贸易边际2。 
但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对二元边际进行系统研究的经验文献才刚刚出现（Felbermayr 

and Kohler, 2006）3。 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贸易增长的二元边

际结构，第二类文献主要侧重探讨二元边际的性质及福利含义，而第三类文献则主要研究二

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第一类文献在方法上又主要分为两类：（1）采用高位数级的贸易数据和企业层面的调

查数据，从微观角度来实证描述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例如，采用HS-6 位数贸易数据，

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分析了 24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1990-2005 年的贸

易流量，发现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源自集约的边际（86%），但在发展中国家，扩展的

边际正在提升。Amiti and Freund（2007）采用HS-10 位数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发现，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 40%，但扩展的贸易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

献最多不过 15%，几乎中国对美国的所有产品出口增长都源于集约的边际。Bernard and 
Jensen（1999）分析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出口增长的源泉发现，美国出口增

长主要归功于现有出口企业出口密度的加大（集约的边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原来仅

在当地销售的企业开始成为出口者（扩展的边际）。Bernard et al.（2003）对美国 1986-1992
年间制造业的分析再一次证明了扩展的贸易边际的重要性。Kang（2004）采用韩国和中国

台湾省的出口数据，证明扩展的边际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的作用比集约的边际更大。Eaton et 
al.（2004）采用企业层次上的数据分析了法国出口增长，他们发现法国出口的总量变化最主

要来自法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2）从理论模型推导出计量模型从而估计出相关参数（如

企业异质性参数）来大致判断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例如，Felbermayr and Kohler（2006）
通过提供一个双边贸易角点解引力模型，认为扩展的边际在 1950-1970 年间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贸易增长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但在其余年份集约的边际更为重要。采用类似

的方法，Felbermayr and Kohler（2007）认为WTO主要是通过扩展的边际来促进贸易发展的。

Helpman et al.（2008）证实了Felbermayr and Kohler（2006）的结论，他们发现，在 1970-1997
年间，贸易增长主要归功于集约的边际而不是扩展的边际。此外，Kancs（2007）基于一个

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推导出了计量模型，对东南欧国家的企业异质性参数进行估计之后展开

了二元边际结构分析；采用Kancs（2007）类似的方法4，钱学锋（2008）估计出了中国的企

业异质性参数，认为在 2003-2006 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 

                                                        
2 目前主要有两类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一类由 Bernard et al. (2003) 和 Eaton and Kortum (2005)发展起来，

他们将随机的企业生产率引入多国李嘉图模型；另一类模型由 Melitz (2003) 和 Melitz and Ottaviano (2005)
发展，他们在 Krugman (1980)垄断竞争框架的基础上融入了企业异质性。两类模型都预期了关于双边贸易

流量的一个重要的经验规律：即贸易流量的差异反映的是集约的边际与扩展的边际的差异。 
3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传统贸易理论只关注到集约的贸易边际，新贸易理论

则着重强调了扩展的贸易边际，贸易的引力模型通常仅仅将注意力局限于那些存在正的贸易流量的国家之

间（集约的边际），而忽略了那些现阶段贸易流量虽然为零但可能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扩展的边际）。因

此，要想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二元边际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只有等到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发展起来之

后才成为可能。 
4 这类方法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通过总量宏观数据来分解二元边际，而不需要企业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 



第二类文献着重强调了二元边际特别是扩展的边际的性质及福利含义。Bernard et al.
（2007）指出，在传统贸易理论上，贸易的利得来自于根据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在新贸

易理论上，贸易的利得源于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可获得的产品种类的扩张的联合作用。然而，

在企业层次上的异质性模型的经验分析为贸易利得的源泉提供了额外的渠道：由低生产率企

业的收缩和退出以及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张和进入出口市场所共同推动的生产率进步。这种由

低到高生产率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产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显然，扩展的边际是

解释出口国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机制（Bernard et al., 2006a; Feenstra and Kee, 2008）5。另外，

Bernard et al.（2009）强调，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一个深刻洞见在于，扩展的贸易边际能

够有助于我们分析国家间进口和出口的大幅波动。他们发现，贸易伙伴间进出口波动主要取

决于扩展的贸易边际，而短期波动（一年内）则主要受集约的边际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

与Hummels and Klenow（2005）以及Hausmann and Klinger（2006）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

特别的，新近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扩展的贸易边际在解释几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方面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Ghironi and Melitz, 2007）。例如，Kehoe and Ruhl（2003）和Yi（2003）
指出，贸易流量对于持续而温和的贸易成本削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映主要是由扩展的贸易

边际驱动的。Helpman et al.（2008）和Felbermayr and Kohler（2006）认为，引入扩展的贸

易边际将从根本上改进标准双边引力模型的预测能力和拟合优度，国际贸易中的距离困境

（distance puzzle）也会得到解释。此外，Corsetti et al.(2008)和Galstyan and Lane（2008）等

注意到扩展的边际在外部不平衡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三类文献主要考察了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其中，考察不同的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

的影响成为大多数文献的研究重点。例如，Eaton et al.（2004）对法国企业出口的分析表明，

当总量变化是由于贸易成本的变化导致时，扩展的贸易边际的变化也最显著。

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注意到贸易成本的下降将有利于两种边际的增长；

Debaere and Mostashari（2007）发现，关税削减仅仅解释了 6.7%的扩展的贸易边际的增长； 
Feenstra and Kee（2007）认为，美国的关税自由化增加了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出口种类；利

用美国出口到 156 个国家的出口数据，Martina（2008）发现，距离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

但对扩展边际的影响系数更大且更显著。大多数变量包括语言、内部地理、基础设施及进口

壁垒只是单独对扩展边际起作用。在一个引力模型框架下，Frensch（2009）考察了欧洲新

兴经济体最近的贸易制度自由化对各类进口品二元边际的影响。Andersson（2007）揭示了

熟悉（familiarity） 6将主要影响出口的扩展边际；Kancs（2007）考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

口固定成本对东南欧国家二元边际的影响。钱学锋（2008）也发现，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

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这些研究得到一个类似的结

论，那就是贸易自由化意味着贸易量将主要沿着扩展的边际显著调整。此外，一些研究也考

察了其他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例如，Manova（2006）发现在金融脆弱性部门，金融发

展水平高的国家出口了更多的产品种类（扩展的边际），但在产品组合上（集约的边际）较

少进行调整。Chaney（2008）则指出替代弹性对每种边际的效应相反。高替代弹性使集约

的边际对贸易壁垒的变化更敏感，但却使扩展的边际对贸易壁垒的变化不敏感7。 

                                                        
5 Besedeš and Prusa（2007）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扩展的边际的差异化影响。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几乎所

有的扩展边际仅仅在短期内影响出口，而对国家长期出口增长几乎没有影响。许多国家维持出口关系的高

失败率使扩展的贸易边际和长期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而这可能是很多文献高估扩展的边际的影

响的原因。 
6 熟悉与固定进入成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同等条件下，进入一个熟悉的市场的成本要低于进入一个陌生

的市场。 
7 原因在于，当贸易壁垒下降时，生产率较低的新企业可以进入出口市场。如果替代弹性较高，低生产率

就成为一种致命的劣势，从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仅能占据一小部分市场份额。这意味着新进入者（扩展的

边际）对总贸易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如果替代弹性较低，每个企业都能远离竞争，新企业就能占据较

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对总贸易的影响也较大。所以，高替代弹性放大了集约的边际对贸易壁垒变化的敏感



毫无疑问，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二元边际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但是，现有文献

关于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将精力集中于贸易成本，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尤其令

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结构的文献明显不足。Amiti and Freund
（2007）利用 HS-10 位数贸易数据，仅仅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中的二元边际，尽管中美贸

易至关重要，但这显然无法让我们全面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钱学锋

（2008）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框架推导出计量模型，然后利用总量贸易数据估计企业异

质性参数，从而推断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尽管规避了数据可获得性的缺陷，但由

于估计方法和数据样本的限制，其结论仍有待微观数据的进一步证实。而且，他仅考察了贸

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我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通过采用

HS-6 位数贸易数据，我们实证描述了中国与 200 多个国家在多边层面上，以及中国与 11 个

主要贸易伙伴在双边层面上的出口二元边际结构及其特征性事实。这将首次为我们较为全面

的呈现中国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其次，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框架，我们推导出的计量

模型将分析二元边际的各类影响因素，特别是外部冲击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这将有助于

我们理解中国的出口波动以及贸易利得的恶化，并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参考。 

三、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概念性框架与特征性事实 

（一）概念性框架 
为了分析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我们首先需要对集约的边际与扩展的边际进

行概念性的界定。从现有文献来看，对集约的边际的界定基本一致，那就是指现有出口企业

和现有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如果按照大多数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假定8，一

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那么集约的边际就是某种产品对某个过去已经出口过的市场的出口

量的增加。但关于扩展的边际，现有文献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例如Helpman et al.
（2008）和Felbermayr and Kohler（2006）是从量的水平上将扩展的贸易边际和引力方程结

合起来分析的，因而在他们那里，扩展的贸易边际主要是指出口国和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

伙伴关系；Hummels and Klenow（2005）则是在对贸易总量进行分解之后，强调扩展的贸易

边际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 
鉴于我们掌握的是 1995-2005 年间的HS-6 位数级的贸易数据9，从产品种类的角度来界

定二元边际是比较合适的。采用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类似的定义方法，我们

将集约的边际界定为：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继续出口到过去已经出口过的市场（老产品老市

场）。即，如果 代表 1995 年有产品 从中国出口到目的地 国，且存在 ，即

2005 年该产品依然继续从中国出口到目的地 d 国，那么集约的边际

_1995
i
cdE i d _ 2005

i
cdE

cd
iE E=∑ 。 

另一方面，我们将扩展的边际界定为：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出口到新的市场（老产品

新市场）与过去没有出口的产品出口到新的市场（新产品新市场）之和。即，如果

代表 1995 年有产品

_1995
j

cdN

j 从中国出口到目的地 国，且存在d ( )_ 2005 ,j
csN d s≠ ，即 2005 年产品 j

                                                                                                                                                               
性，同时降低了扩展的边际对贸易壁垒变化的敏感性。 
8 最近，已有研究开始探讨异质性企业生产多个产品的模型。参见 Bernard et al.(2006b)。 
9 我们的数据来自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按照 HS 92 分类的、超过 200 多个国家的

5017 种 6 位数产品在 1995-2005 年间的相互进出口数据。尽管 Baldwin（2006）指出，6 位数分类不足以捕

捉产品种类的变化。这意味着可能低估一些新出现的贸易品的种类，因为它们可能已经发生了贸易，但在

6 位数分类下不能反映出来。但是，6 位数已经是我们所能掌握的分类最为全面和详细的贸易数据了。 



又从中国出口到新的目的地 s 国；同时，存在 代表 2005 年有产品 （ ）从

中国出口到目的地o 国，但不存在 ，即 1995 年没有产品 从中国出口到目的地 国。

则扩展的边际

_ 2005
k
coN k k ≠

o

j

_1995
k
coN

_ 2005
j k

coN

k

_csN N= +2005∑ ∑ 。 

（二）特征性事实 
根据上述定义，利用 CEPII BACI 1995-2005 年 HS-6 位数国际贸易数据，我们就可以分

析中国在多边层次和双边层次上的出口二元边际结构及其特征。 
1、多边层次 
首先，我们考察中国在多边层次上对所有国家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结果发现，从产

品种类的角度来看，集约的边际（老产品老市场）包括了 143867 个产品 -国家对

（product-country pairs），占全部产品-国家对的 39.8%；扩展的边际包括了 217713 个产品-
国家对（其中，老产品新市场有 217470 个产品-国家对，新产品新市场仅 243 个产品-国家

对），占全部产品国家对的 60.2%。但从出口价值来看，集约的边际（老产品老市场）占据

了全部出口产品总值的 94.06%，而扩展的边际只不过 5.94%（其中，老产品新市场占 5.92%，

新产品新市场仅 0.02%）。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集约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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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 

图 3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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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T-N 和 HT-V 分别代表高科技产品的种类和高科技产品的价值；IM-N 和 IM-V 分别代表中间产

品的种类和中间产品的价值。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 

图 4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产品特征 



另外，我们希望考察二元边际的产品特征。一方面，我们分析了二元边际中高科技产品

的比重。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Melitz, 2003），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支付固

定成本进入出口市场。因此，高科技产品对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结论

是，从产品种类的角度来看，高科技产品分别仅占集约的边际的 5.19%和扩展的边际的

5.07%；从产品价值的角度来看，高科技产品分别仅占集约的边际的 17.05%和扩展的边际的

11.28%%。总体来看，中国出口增长中，无论哪种边际，产品的技术含量都不太高。另一方

面，根据新近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 Dean et al., 2007; Koopman 
et al., 2008），中国出口产品当中中间投入品的比重一直在提高，这可能在二元边际当中也有

所反映。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从产品种类上来看，中间产品分别占集约的边际的 47.51%
和扩展的边际的 50.82%；从产品价值上来看，中间产品分别仅占集约的边际的 35.91%和扩

展的边际的 31.46%。这一结果意味着，尽管中间产品在出口产品种类上占到了二元边际的

半壁江山，但相应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却要低的多。 
2、双边层次 
其次，在双边层次上，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对 11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10。

在双边层次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双边贸易中存在很多零点（zero trade），如图 5 所示，除

中国香港之外11，中国与其他 10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零点贸易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平均而

言，零点贸易的种类下降了 1009 种，下降幅度为 46.10%。这反映出双边贸易中二元边际结

构的动态演进，特别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如果仅以产品种类的增加来简单衡量的话，零

点贸易种类的下降意味着，平均而言，扩展的边际增加了 4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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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零点贸易变化趋势（1995-2005） 
 
但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仍然只考察 1995-2005 年间的双边贸易的二元边际结构13。结果

发现，从产品种类的角度来看，平均而言，集约的边际占到了双边贸易的 70.0%，扩展的边

                                                        
10 这 11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德国、俄国、法国、中国香港、加拿大、泰国、印

度和英国。选取这些国家的依据，首先是考虑到是否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次兼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

异。 
11 在中国和香港的双边贸易中，零点贸易的产品种类由 1995 年的 601 种增加到 2005 年的 624 种，这说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不向香港出口的产品种类在增加。我们猜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中国

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香港作为传统意义上中国对外贸易窗口的地位在下降。 
12 Amiti and Freund（2007）发现 1992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 40%。我们的结论和他

们的比较接近，我们发现 1995-2005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 46.78%。 
13 在双边层次上，扩展的边际只包含“新产品新市场”，不存在“老产品新市场”。 



际占到了双边贸易的 30.0%。但从产品价值的角度来看，平均而言，集约的边际占双边贸易

的比重则高达 95.0%，而扩展的边际则仅为 5.0%。因此，在双边层次上，中国的出口也主

要依赖集约的边际。另外，我们还发现，从出口目的地的发展水平来看，无论在产品种类上

还是在产品价值上，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的集约的边际（分别是 72.5%和 97.2%）都要高于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集约的边际（分别是 67.1%和 92.3%）。究其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较高，市场竞争激烈，因而新产品很难由中国出口到发达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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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 

图 6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二元边际结构（出口种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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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 

图 7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二元边际结构（出口价值角度） 
     
    类似的，我们也考察双边层次上二元边际的产品特征。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在产品种

类上，高科技产品分别占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的比重为 5.59%和 4.01%，中间产品分别

占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的比重为 56.22%和 60.21%；在产品价值上，高科技产品分别占

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的比重为 16.85%和 10.08%，中间产品分别占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

边际的比重为 35.91%和 52.39%。这一发现与多边层次上的结论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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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T-N 和 HT-V 分别代表高科技产品的种类和高科技产品的价值；IM-N 和 IM-V 分别代表中间产

品的种类和中间产品的价值。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 

图 8  中国出口增长的集约的边际：产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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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T-N 和 HT-V 分别代表高科技产品的种类和高科技产品的价值；IM-N 和 IM-V 分别代表中间产

品的种类和中间产品的价值。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 

图 9  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的边际：产品特征 
（三）小结 
利用 CEPII BACI 1995-2005 年 HS-6 位数国际贸易数据，我们发现，无论在多边层次上

还是在双边层次上，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重

很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 Amiti and Freund（2007）从微观层次上考察中美双边出口的二元

边际结构的结论相吻合，也支持了钱学锋（2008）从宏观角度估计企业异质性参数得出的结

论。另外，我们还发现，高科技产品在二元边际中的比重很低，中间产品在二元边际中占据

的产品种类很大，但相应的出口价值却偏低。 

四、经验研究 

（一）计量模型 
理解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因素决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贸易流量估计问题。

但与传统贸易流量估计不同的是，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进行估计的理论模型必须满足两个

条件：首先，它必须能够对国际贸易中的零点贸易进行有效的解释；其次，它必须能够将总



贸易量分解为集约的边际与扩展的边际。 
Tinbergen（1962）采用引力模型对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两国的贸

易流量与经济规模成正比，而与距离等贸易阻力成反比。由于该方法能够较好的拟合大多数

区域和国际贸易的流量，因而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方法的理论基础

和估计技术也在不断的完善14。但是，经典引力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3）假

定企业同质和消费者产品种类偏好，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够贸易。因而，在经典引力模型当

中不存在扩展的边际，所有对贸易成本变化的反应都体现在集约的边际上。特别的，现有引

力模型所估计的国家样本，往往只考虑了它们之间的正贸易流量，忽略了包含在数据中的重

要信息（零贸易），从而使得估计结果有偏。另外，标准引力模型采取了对称性设定，这也

与实际数据不符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严重有偏（Helpman et al., 2008）。 
另一方面，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贸易理论只关注到集约的贸易边际，

新贸易理论则着重强调了扩展的贸易边际。因此，要想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同时分析集约的

边际和扩展的边际，对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而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

Melitz（2003）等开创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不仅能够对贸易流量进行二元边际分解，也很

好的解释了国际贸易中广泛存在的零点矩阵。然而，Melitz（2003）模型本身预期扩展的边

际与固定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负相关，但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却不明确（Martina, 2008）15。 
因此，理解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因素决定，需要经济学家们基于 Melitz（2003）

模型展开对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拓展。Helpman et al.（2008）拓展了一个多国 Melitz 模型，

从该模型推导出的引力模型在两个方面使得 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的引力模型

更为一般化：首先，该模型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和固定成本；其次，它也考虑到了国家出口量

之间的非对称性。当然，该模型也使他们可以利用零贸易矩阵的信息改进传统引力模型的回

归质量。但是，Chaney（2008）指出，由于 Helpman et al.（2008）并没有得出扩展的边际

的解析解，这使他们在估计出口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概率时更加富有弹性。同时，也决定了

他们不能精确推断可变和固定成本在解释两种边际中的角色。 
有鉴于此，Chaney（2008）构建了一个多边非对称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并推导出

如下引力模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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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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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式（1）中，
h
ijX 代表 i 国企业 h 向 j 国的出口量，Y 代表经济规模， 代表工人的生

产率水平，

iw

h
ijτ 和

h
ijf 分别代表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

h
jθ 代表多边阻力。当企业 的

生产率水平

h

ϕ大于等于门槛生产率 ijϕ 时，企业 向h j 国的出口量为正；但当企业 的生产h

                                                        
14 尽管如此，传统引力模型还是广受批评，这些批评包括：（1）通常在事前（Ex ant）就决定了贸易流量

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而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2）
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3）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

力的影响。详见钱学锋和梁琦（2008）的论述。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推导

出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扩展引力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15 例如，可变成本的增加将减少所有出口企业的出口量，但是也可能导致那些销售量最少的企业退出市场，

因而最终对单位企业的销售量的影响是模糊的。此外，模型预测经济规模（被认为与固定贸易成本正相关）

对单位企业销售有正的影响，然而，这些变量影响了可变贸易成本进而也会对扩展的边际有清晰的影响，

但对集约的边际却影响甚微。 
16 详细的推导过程参见 Chaney（2008）。 



率水平ϕ小于门槛生产率 ijϕ 时，企业 向h j 国的出口量为零。因此，该引力模型能够解释

双边贸易中的零点矩阵。 

hX另外，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 ij 可以分解为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因此我们

根据式（1）可知，二元边际受经济规模、工人生产率水平、双边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

成本以及多边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的影响。 
因此，根据式（1），我们推导出如下计量模型： 

1 2 4 5 6ln ln ln n ln lnh h h
i ij jX Y f3 ijlw h

ij α β β β τ β β θ β= + + + + + + Θ+ε    （2） 

其中，
h
ijX 为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Y 、 、iw h

ijτ 、
h

ijf 和
h
jθ 分别为经济规模、工

人生产率水平、可变贸易成本、固定贸易成本以及多边阻力，Θ为其他控制变量，ε 为残

差。 
（二）变量和数据 

对式（2）进行计量估计，需要确定二元边际以及包括经济规模、工人生产率水平、可

变贸易成本、固定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外部冲击等其他解释变量。所有变量涵盖 1995-2005
年中国与 11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值。 

1、二元边际（ ln X ） 
由于我们的样本包括 1995-2005 年，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每一年中国对其他 11 个国家双

边出口的二元边际，而不仅仅像特征性事实那样将 2005 年与 1995 年进行比较从而做简化式

处理。在做经验研究时，借鉴 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的做法，我们确定集约的

边际的方法是，将 1995 年为基期，如果 1995 年某个产品由中国出口到某个国家，那么我们

依次考察 1996-2005 年间各年，该产品是否仍然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那么将该产

品的出口值作为集约的边际，如果没有出口，那么出口值为零。类似的，我们确定扩展的边

际的方法是，将 1995 年没有而 2005 年由中国出口到某个国家的某种产品作为参照，依次考

察 1995-2004 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那么将该产品的出口值作为

扩展的边际，如果没有出口，那么出口值为零。这样在双边出口的二元边际中将会包括很多

零点贸易。最后，我们在处理数据时，采用 ln(1+X)进方程，这样就保证了零点贸易数据没

有被丢失。 
2、经济规模（lnGDP） 
我们用 GDP 来衡量各国的经济规模，Martina（2008）采用的是 GDP 的绝对值，我们

采用的是各国 GDP 与中国 GDP 的比值，这样能够真实的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

BvD 全球各国宏观数据库。根据引力方程，双边贸易流量与 GDP 成正比，我们预计经济规

模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正。选取 ln(1+GDP)进方程。 
3、工人生产率水平（lnPROD） 
很多经验研究由于采用企业层次的调查数据（例如 Bernard and Jensen, 1995, 1999）从

而能够观察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由于我们不可能获取各国企业层次的生产率数据，我们采

用各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代替工人的生产率水平，即用各国的生产率比上中国的生产率。

数据来源于 BvD 全球各国宏观数据库。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如果出口目的地的生产

率水平越高，那么出口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数量就应该越少。因此，我们预计 PROD 对

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选取 ln(1+PROD)进方程。 
4、可变贸易成本（lnDIST）和固定贸易成本（lnFREE） 
一般情况下，可变贸易成本可用双边距离来代替（Kancs,2007; 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 2008; Helpman et al., 2008）。同样的，我们采用中国与11个贸易伙伴首都之间的距离

（DIST）作为可变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取lnDIST进模型。

固定成本主要受多边体制和双边协定中非关税壁垒、国内行政干预等的影响（钱学锋，2008），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出版物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提供了1995年以来160多个国家

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知识产

权和腐败等9个方面的总体得分，我们认为该分值应该能够很好的衡量各国的固定贸易成本，

得分越高意味着固定贸易成本越小。因此，固定贸易成本（FREE）我们就以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提供的各国得分值与中国得分值的比值来衡量，取ln(1+FREE)进模型。我们预计可

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 

5、多边阻力（lnMRES） 

直观而言，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贸易的阻力越大，则它越会被推动与一个给定

的双边贸易伙伴开展贸易。也就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

与它们和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贸易成本之间的相对值，即多边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

（ 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 ） 。 在 式 （ 1 ） 中 ， 多 边 阻 力

(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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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kjk

Y w fY
γ γ σγθ τ

−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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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aney（2008）指出，多边阻力实际上是双

边贸易自由度的加权平均。借鉴Kancs（2007）和钱学锋（2008）的做法，我们将双边贸易

自由度重新定义为 ( ) ( )1 1
od k kj kjw f

γ γ σφ τ
− − − −⎡ ⎤⎣ ⎦= × 。相应的，多边阻力也可以重新定义为

( )1

R
d rr

Y Yγ
rdθ φ−

=
≡∑ 。中国与11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Y 可以由BvD全球各国宏观数

据库直接获取。这样我们还需要计算双边贸易自由度才能得到多边阻力的值。 

假定两国之间存在对称的贸易成本（ od doφ φ= ）并且一国内部的贸易成本为零（ 1ooφ = ）

17，Head and Mayer（2004）推导出了贸易自由度的计算公式： 

od do
od

oo dd

E E
E E

φ =                                                    （3） 

式中， 和 分别代表从 国出口到目的地 的总出口以及从 国出口到目的地o

的总出口， 和 分别是 和 d 的国内销售，等于各自国内的总产出减去各自的总出口。

根据式（3）和偏远指数的定义，利用CEPII BACI 国际贸易数据库提供的双边6位数产品贸

易值，我们可以加总得到各国的相互出口值及总出口值，再结合BvD全球各国宏观数据库提

供的经济规模值，就可以计算出多边阻力值。我们仍然将各国的多变阻力值与中国相比，得

到相对多边阻力值，最后取ln(1+MRES)进模型。 

odE

ooE

doE

ddE

o d d

o

6、其他控制变量 
外部冲击（SHOCK）。我们特别关注外部冲击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在1995-2005年间，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遭受了两次典型的外部冲击：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中国的

出口增速降为0.5%，另一次是在2000-2001年世界经济的温和衰退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导

                                                        
17 该假设并不太符合现实，例如，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国内市场存在比较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现

象，这表明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较高。因此，一国内部贸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可能高估了双边的

贸易自由度。 



致中国的出口增速下降到了2001年的6.8%。为了考察这两次外部冲击对二元边际影响，我

们设置虚拟变量SHOCK，如果年份是1998和2001年，则SHOCK=1，否则SHOCK=0。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FTA）、地理临近（CONT）、国家发展水平（DEVL）、

高科技产品（HT）以及中间产品（IMID）等虚拟变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这些虚拟变量的

设置原则是：如果中国和出口目的国签订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则FTA=1，否则FTA=0；
如果中国和出口目的地同处一个大洲，则CONT=1，否则CONT=0；如果中国的出口目的地

是发达国家，则DEVL=1，否则DEVL=0；如果出口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则HT=1，否则HT=0；
如果出口产品属于中间产品，则IMID=1，否则IMID=0。 

（三）计量结果 
本文数据的最大特点是，被解释变量二元边际中存在大量的零点，属于设限数据

（censored data）。处理设限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显然无能为力，通常采用Tobit
模型进行估计。但是，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可能存在两个问题：（1）Tobit模型所估计出

的原始系数并没有特定的经济意义（伍德里奇，2003）；（2）当存在异方差时，使用Tobit模
型估计引力方程可能产生不一致估计量（Silva and Tenreyro, 2006）。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估计Tobit模型后计算偏效应（marginal effects）18，在处

理二元边际的同时，也能够赋予系数特定的经济意义。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采用两种方法

来解决，首先，我们可以使用Tobit模型左设限数据的区间估计，这样就可以计算稳健标准

误19；其次，根据Silva and Tenreyro（2006）的建议，我们可以使用PPML（Poisson 
Pseudo-Maximum-Likelihood）估计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因为他们证明该方法可以在异方

差存在的情况下提供一致估计量。 
1、集约的边际的因素决定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得到了下面的计量结果。表 1 报告了集约的边际的因素决定，已

经计算了偏效应。其中，第二列是 Tobit 模型左设限数据的区间估计，第三列是 PPML 估计。

所有变量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 PPML 估计与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保持高度的一致。

我们以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来说明其经济含义。 
与经典引力模型相同的是，贸易流量与经济规模（lnGDP）正相关而与距离（lnDIST）

负相关。在表 1 中，出口目的地的市场规模越大，则越有助于集约的边际的出口。同时，与

出口目的地的距离越远，则会削弱集约的边际的出口。这表明，可变成本的增加降低了集约

的边际的出口。这与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Helpman et al.（2008）、Martina
（2008）等的结论一致。同时，固定贸易成本（lnFREE）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为负 20，与

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也与Frensch（2009）的结论相类似21。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其他贸易成

本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多边阻力（lnMRES）衡量了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

成本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多边阻力对集约的边际有着负面的影响，也就

是说，中国某个贸易伙伴与全球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的增加，并不能促进中国对该给定

的贸易伙伴的集约的边际的出口。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根据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多边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虚拟变量FTA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双边贸易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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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伍德里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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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贸

易流量实际上就被分解为集约的边际和扩展的边际。 
19 我们得到了和标准 Tobit 模型几乎一致的结果，因此不再在文中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20 在表 1 中，lnFREE 的符号为正。这是因为，lnFREE 的分值越高则固定贸易成本越小，就越能促进集约

的边际；反之，lnFREE 的分值越低则固定贸易成本越大，就越不利于集约的边际。因而，固定贸易成本与

集约的边际反向相关。 
21 Frensch（2009）考察了单边贸易制度自由化对欧洲新兴经济体国家二元边际的影响。 



响。如果两个国家签有FTA，显然会降低彼此的市场进入成本，因而会促进相互的进出口。

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和Helpman et al.（2008）的结论证实了这种分析，我们

的结果也支持了他们的结论。虚拟变量地理临近（CONT）对集约的边际影响为负，说明中

国在对其同处一个大洲的国家的集约的边际的出口上，并没有表现出对其他大洲国家出口的

优势。最后，虚拟变量国家发展水平（DEVL）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为正，这表明出口目的

地如果是发达国家，则中国向其出口越可能表现出的是集约的边际。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表 1  集约的边际的因素决定：偏效应 

变量 Tobit PPML 
lnGDP 0.0237(0.0014)*** 0.0135(0.0014)*** 

lnPROD -0.0073(0.0009)*** -0.0123(0.0017)*** 
lnDIST -0.0055(0.0003)*** -0.0087(0.0008)*** 
lnFREE 0.0583(0.0017)*** 0.0339(0.0022)*** 
lnMRES -0.0024(0.0003)*** -0.0013(0.0003)*** 
SHOCK -0.0023(0.0002)*** -0.0008(0.0002)*** 

FTA 0.0070(0.0003)*** 0.0175(0.0030)*** 
CONT -0.0032(0.0003)*** -0.0038(0.0010)*** 
DEVL 0.0069(0.0006)*** 0.0202(0.0039)*** 

HT 0.0082(0.0006)*** 0.0046(0.0005)*** 
IMID -0.0058(0.0002)*** -0.0034(0.0002)*** 

Log Likelihood 577933.39 -11715.40 
Pseudo R2 0.023 0.078 
观察值 365585 365585 

左设限观察值（lnX<=0） 31275 --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伍德里奇（2003）提醒我们，Tobit 估计值的选

择不是为了最大化 R2，而是为了最大化对数似然函数。 

 
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水平（lnPROD）越高，则集约的边际的出口越少。这符合企业异

质性贸易模型的结论。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Melitz, 2003），只有那些生产率水平高

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才越大。如果目的地市场的企业生产率水平较高，相对而言，则出口国

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就较低，因而能够出口的种类和数量就不会太多。 
外部冲击（SHOCK）是我们最为感兴趣的变量之一。Bernard et al.（2009）对美国的研

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出口的冲击主要体现在集约的边际上。我们的结果也表明，外

部冲击对集约的边际有着较强的显著负面影响。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找到了中国出口

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出口无论在多边层次还是双边层次上都以集约的边际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而当发生外部冲击时，发生出口的急剧波动也就成为必然。这一点将

在下面分析外部冲击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时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最后，产品自身的属性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关注。高科技产品（HT）对集

约的边际的影响为正，这很自然，如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那么它出口的可能性就越

大。另外，中间产品（IMID）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如果产品属于中间产

品，那么其在单纯量的扩张上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与 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
的结论刚好相反。 



2、扩展的边际的因素决定 
表 2 报告了扩展的边际的因素决定，也已经计算了偏效应。其中，第二列是 Tobit 模型

左设限数据的区间估计，第三列和第四列是 PPML 估计。除了虚拟变量中间产品（IMID）

在统计上不显著之外，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其他变量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PPML
估计在大部分变量上支持了 Tobit 模型的结论且在统计上显著，基本令人满意。 

同样的，我们主要以 Tobit 模型的结果来展开分析，并与集约的边际的计量结果进行比

较。首先，我们发现了与经典引力模型和集约的边际的结论不一致的地方。在经典引力模型

和集约的边际的结论中，经济规模（lnGDP）与贸易流量成正比，但在扩展的边际上，却显

现出不同的影响机制，经济规模与扩展的边际成反比。之所以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异，我

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就集约的边际而言，经济规模为其提供了较大的市场容量和消费潜力，

因而对于已经出口的老产品而言有着正向的影响。但是，对于扩展的边际而言，经济规模的

影响可能更多的体现在较大的市场进入成本（Eaton et al, 2004; Akerman and Forslid, 2009），

因而对于尚未出口过的新产品而言，无疑面临着较高的进入障碍。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规模

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为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对于中国的新产品而言，要想成功的实

现出口，或许另辟蹊径，逃离传统的经济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市场而“远走他乡”，奔赴经

济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市场更为现实。 

其次，多边阻力（lnMRES）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为正，这与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也不一

致。我们认为，Anderson and Wincoop（2003）关于多边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的结论，可

能更大程度是通过扩展的边际来体现的。 
再次，外部冲击（SHOCK）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与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也不一致，这是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在 Tobit 模型中，外部冲击对扩展的边际有着正向的影响，且在统

计上显著。尽管 PPML 模型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但也没有明显拒绝这一结论。与外部冲

击对集约的边际的显著负面冲击相比较而言，这至少表明外部冲击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要缓

和的多，甚至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意味着，外部冲击或许为新产品进入出口市场提供了契机。

因而，当中国出口面临诸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9.11 恐怖袭击以及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类

的外部冲击时，如果中国出口更多的依赖于扩展的边际，就不会表现出如此之大的波动性而

会更加稳健。 
最后，两个虚拟变量区域经济一体化（FTA）和中间产品（IMID）对扩展的边际影响也

表现出与集约的边际不同的影响。两个国家签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于集约的边际（已

经出口的老产品）有着促进作用，但对于扩展的边际（尚未出口过的新产品）却有着排斥性

的作用。这似乎表明，即便两个国家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却只适用于出口“存量”

而并不适用于出口“增量”，因而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表现出保守性和有限性。此外，

中间产品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为负，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存在微弱的正向关系，但在统计上

不显著。考虑到中间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较大比例，这意味着，无论对集约的边际还是

对扩展的边际，中间产品比例太大不是什么好现象。 
另一方面，在其他变量上，扩展的边际与集约的边际有着相同的影响机制，但某些变

量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可变成本（lnDIST）和固定成本（lnFREE）对二元边际的影响都为

负，但通过系数比较，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都要大于对扩展的边际的影

响。同时，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又都要大于可变成本的影响。这意味着，与可变贸易

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钱学锋，2008）。考虑到扩展的

边际相比集约的边际更为良好的福利含义，中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更应该在相关制

度改革上作出努力以最大程度上换取贸易伙伴的对等让步。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水平

（lnPROD）对扩展的边际也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处一个大洲（CONT）也没有表现出

对扩展的边际的特别恩惠。出口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DEVL）则越有可能提升扩展



的边际，但经济发展水平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要大于扩展的边际。最后，高科技产品（HT）
也有利于促进出口的扩展边际。 

表 2  扩展的边际的因素决定：偏效应 
变量 Tobit PPML PPML 

lnGDP -0.0071(0.0001)*** -0.0007(0.0004) -0.0007(0.0004)* 
lnPROD -0.0054(0.0001)*** -0.0007(0.0002)*** -0.0007(0.0002)*** 
lnDIST -0.0028(0.0001)*** -0.0004(0.0002)** -0.0003(0.0002)** 
lnFREE 0.0063(0.0002)*** 0.0013(0.0007)** 0.0014(0.0007)** 
lnMRES 0.0017(0.00003)*** 0.0002(0.0001)** 0.0002(0.0001)** 
SHOCK 0.00005(0.00002)** -0.00004(0.0001)  

FTA -0.0005(0.0001)*** -0.0001(0.0001) -0.0001(0.0001) 
CONT -0.0041(0.0001)*** -0.0006(0.0003)** -0.0006(0.0002)** 
DEVL 0.0036(0.0001)*** 0.0003(0.0006) 0.0004(0.0006) 

HT 0.0005(0.00004)*** 0.0002(0.0002) 0.0002(0.0002) 
IMID 4.01e-07(0.00002) -0.00003(0.0001)  

Log Likelihood 300217.50 -218.93 -219.20 
Pseudo R2 0.0052 0.043 0.042 
观察值 136367 136367 136367 

左设限观察值

（lnX<=0） 
62268 -- --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3、小结 

    利用 Tobit 模型，我们估计了二元边际的因素决定。结果发现：一方面，二元边际并不

具备完全相同的影响机制。同经典引力模型的预测一致，经济规模有助于促进出口的集约边

际，但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反而构成了一种障碍。经典引力模型关于多边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

关的结论，可能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出口的扩展边际来实现的。特别的，外部冲击显现出对二

元边际完全不同的影响，对于主要依赖集约的边际的中国而言，外部冲击造成了巨大的出口

波动；但对于扩展的边际而言，外部冲击的影响要缓和的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促进出

口的扩展边际的契机。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间产品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另一方

面，结果也表明，二元边际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同的影响机制，但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显然，

理解二元边际的因素决定及其差异化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有着非常丰富和广泛的政策含

义。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 CEPII BACI 1995-2005 年 HS-6 位数国际贸易

数据库，首先客观描述了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性事实。我们发现，无论在多边

层次还是在双边层次，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

重很小。由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研究已经表明，集约的边际极易遭受外部冲击从而导致增

长大幅波动并将进一步引发较高的收入不稳定，同时还可能因为出口数量扩张而导致该国贸

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出口明显偏向于集约的边际的增长结构，事

实上已经为我们理解中国出口贸易为什么极易遭受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冲击的影响、以及即

便是在出口繁荣期却经历了持续的贸易条件恶化提供了可信的解释。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启



示是，中国的出口增长应该尽快努力实现由集约的边际转向扩展的边际。 
对二元边际的因素决定展开进一步的计量研究，不仅将为上述解释提供更为可靠的经

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我们进行结构改革提供丰富的政策含义。利用 Tobit 模型对

中国与 11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经验研究发现，二元边际并不具备完全相同的影响机制，即便

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同的影响机制，也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经济规模有助于提升出口的集约边际，但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却构成了一种障碍。

这意味着，要想提升中国出口增长结构中扩展的边际的比重，中国的出口企业确实应该实施

多元化的市场战略，而不仅仅将目光盯在经济规模较大的欧美日等传统出口市场，“远走他

乡”不仅可以规避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能提高贸易收益。从这个意义上，政府也应该鼓励企

业进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发达国家市场或者发展中国家市场。 
其次，我们发现，多边阻力对于集约的边际没有正向的作用，但却能帮助实现出口的

扩展边际。因此，我们认为，经典引力模型关于多边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的结论，很大程

度上是依靠扩展的边际来实现的。同时，由于多边阻力反映了一个国家与除了给定贸易伙伴

之外的所有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的变动。因此，由此引申的政策含义是，当多边贸易自

由化进程受阻时，中国应该加紧促进扩展的边际的出口。 
第三，外部冲击显示出了对集约的边际的显著负面冲击，但却为出口的扩展边际提供

了发展契机。这一结论不仅支持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集约的边际的福利性质的判断，

并再次为我们关于中国的出口波动及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解释提供了经验上的证据。因此，

中国出口的稳定增长和贸易利益的有效改善，都有赖于出口结构中扩展的边际的比重的进一

步提升。 
第四，两个虚拟变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间产品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也有着重要的

政策含义。我们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只能促进出口的集约边际，却不能提升出口的扩

展边际。这体现了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有限性和保守性。因此，在未来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谈判

中，应该鼓励拓展贸易品的范围和种类，实施“增量”意义上的自由化，以提升出口的扩展

边际。另外，中间产品对集约的边际的影响为负，对扩展的边际的影响存在微弱的正向关系，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考虑到中间产品在中国总体出口中的巨大比例，这一结论表明，对于二

元边际而言，中间产品比例过大都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中间产品既无益于促进集约的边

际的扩张，也很难帮助出口的扩展边际。因而，政策调整的重点自然就应考虑到中国加工贸

易的升级和转型问题。 
最后，在某些变量上，二元边际有着相同的影响机制，但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首要的

是，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都为负，而且，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又都

要大于可变成本的影响。这表明，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

的贸易边际。由于出口固定成本主要涵盖非关税壁垒和国内的制度障碍，因此，中国未来的

贸易自由化路径应注重内部的制度改革以获取贸易伙伴的对等让步，从而降低中国出口所面

临的固定成本，最终促进出口的扩展边际的提升。此外，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水平和产品的

高科技属性都反映出中国企业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以及产品技术含量的不足。因此，如何促

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以及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显然是企业以及政府在相关制度改革上

尤其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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